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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正义和社会之善

徐贲

    把正义作为社会之善,即社会的“好”来讨论是出于两重考虑。第一,正义观是随着社会的形成

而形成的,因此,对正义的思考总是与某种社会正当性或正当性批评联系在一起。不同的社会有

不同的正义观,正义是一种起源于社会,受制于社会的正当性观念。第二,“什么是正义”的问题总

是和“要正义做什么?”及“正义有什么社会作用?”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包含着社会理念,
它们并没有统一的答案。霍布斯说,正义的作用是保障众人的安全,免得他们相互使用暴力。洛

克认为,正义的作用在于保护各人辛苦挣得的私有财产。针对洛克的正义保护“自然权利”说,卢
梭提出,正义的作用不是保护,而恰恰是限制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市场主义者可以说,正义的作用

就是保障不受任何外力干扰的自由竞争。福利社会主义者可以说,正义的作用是让国家可以干

预市场的无秩序运作,以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民族主义者可以说,正义的作用是维护民族的

完整、独立和生存。专制主义者可以说,正义的作用是维持由我代表的绝对权力,我权力稳定对

大家都有好处。民主主义者可以说,正义的作用在于维护每个人基本的公民权利、自由和尊严,
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真正形成共识,并在这个基础上稳定发展,等等,等等。由此可见,正义观实质上

就是关于什么是好社会和如何实现好社会的理论。 ( http://www.tecn.cn )
     
    一、正义和社会秩序 
     
    正义与道德有关,但是,正义所涉及的不是个人道德,甚至也不是集体道德。正义涉及的是社会

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府组织的正当性,也就是社会秩序。与道德相比,正义与权力的关系更为密

切。人们在对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作道义判断时,他们关注的主要是这个体制或制度如何对待

身处其中的个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体制或制度能否公正(正义)地对待所有的人。如果能,
那么这个体制或制度就是正义的(just),即具有“正当性”(justified),否则便不正义。人们对正义指什

么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在需要正义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正义是我们精神世界中最受尊重的理

念。不管有无宗教信仰,所有的人都援引正义,没有人敢公然摈弃正义。”(注1) ( http://www.tecn.cn
)
     
    最早的正义观是以神学和哲学思考的形式出现的。正义观涉及是非、允许和不允许、禁止和

不禁止以及提倡和不提倡的问题。古希腊人的正义观生动地展现在荷马的《伊里亚特》中。在

麦勒劳斯(Menelaus)和阿格曼农(Agamemnon)那里,正义指的是复仇,也就是合理地杀人。《旧

约》中上帝降怒于Sodom和Gomorrah城,显示的乃是神的正义。正是这种血腥和暴力的正义观让

我们看到了苏格拉底新正义观的伟大转折意义。在苏格拉底那里,正义是社会和心灵的和谐,不
是冤冤相报的仇杀。《圣经》所展示的正义观也同样体现在它的新道德教诲上。旧约中的“以
眼还眼、以牙还牙”不再是鼓励暴力,而是要将报复和惩罪规定在有多少罪,得什么报的限度之

内。于是,惩罚只是针对过错者,而不是株连过错者的家庭、部落和城邦。从报复到非报复,这是

正义观所经历的一大转折。 ( http://www.tecn.cn )
     
    早在古代,正义就是社会性的,与社会批评和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希伯莱的诸多先知们
(Isaiah, Jeremiah, Amos, Hosea)都以正义的名义来批评他们当时的社会。公元前四世纪,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就花了许多篇幅来讨论正义,以构筑他的理想王国。他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在《尼

可曼伦理学》中讨论的也是正义。在亚里斯多德那里,正义指的是“各得其所”,也就是每个人都

应得到他资格内理应得到的那一份。在当时,谁得到他那应得的一份是由他在社会秩序中的位

置来决定的,各得其所的正义观是和特定的社会秩序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 http://www.tecn.cn )
     
    用什么决定每个人有资格得到哪一份呢?对这个问题最常见的、也是最持久的回答是“法”。



这是法和正义两个概念联系紧密,甚至相互混用的原因之一。法和正义的另一重联系则是在于

法所体现的、旨在恢复正义的惩罚,即惩罚性正义。在亚里斯多德那里,“正义”用来讨论个人的

行为,不是个人的道德行为,而是与法有关的公共行为。因此,“非正义”(unjust)既指一个人份外的

侵占(不正当或不正直之人),也指一个人触犯刑法。亚里斯多德的结论是,“不受法和不正直之人

都是不正义的,‘正义’指的是合法、公正和公平。‘非正义’指的是不合法、不公正和不公平。
”(注2)正义与“各得其所”和“法”的合而为一延续了十几个世纪。十七世纪的霍布斯也把违背法视

为非正义。每个人有资格得到的那一份是由以私有财产法为核心的法所规定的。正如弥尔(John
Stuart Mill)所解释的,“首先,剥夺一个人的个人财产、自由或者依法应属于他的任何其它东西,都
被社会视为非正义。……这样运用‘正义’或‘非正义’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尊重一个人的法定权

利为正义,不尊重则为非正义。”(注3)以法(和法定权利)来说明正义当然不是唯一的正义解说,它
也不是没有争议的,但它却有利于理解正义,首先,以法量度众人,人人平等(具体的法是否公正,那
是另外一个问题);其次,以法一以贯之,人们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能预测结果,因此也就有了安全感;
再者,恒常以法行之,法制秩序得以稳定并始终一贯。因此,虽然具体法律的正义性会受到质疑,但
法与正义的基本关系并不受影响。 ( http://www.tecn.cn )
     
    具体的法虽能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它本身也有是否正义的问题。我们批评某法律制

度为非正义,往往并不是要取消其中的法治成份,而是要以正义之法代替非正义之法。法并不如

霍布斯所说,总是保护权利的。弥尔就此写道:“一个人被剥夺的法定权利也许一开始就不应当属

于他,换言之,把那些权利赋予他的法可能是一个坏法。”(注4)同样,法也可能并不将人们应有的

权利赋予他们,这样的法也应视为坏法。因此,从古代哲学、传统宗教或伦理、自然法理论到今

天的全球正义和人权,它们的作用都在于为人们提供了某种评价和区分法和坏法,正义或非正义

之法的更高标准,也就是一种与正义相符的更高法。选择什么样的更高标准?认可或者不认可存

在这样的更高标准?用这一标准评估哪些体制性的法规?建立一种怎样的正义秩序?这些便成为

思考实在法和更高法关系的关键问题。任何群体自我想象和自我构建的主要途径便是公开地共

同讨论这些问题。 ( http://www.tecn.cn )
     
    近世的正义讨论几乎完全集中在非惩罚性正义的问题上,反倒有忽视惩罚性正义的倾向。由

于现代专制政权往往动用国家机器对政治异己作惩罚性压迫,由于专制政治对司法正义的实际

限制,讨论惩罚性正义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司法惩处是惩罚性正义的主要表现形式。现代社

会中的惩处都是以法律的名义来进行的,这使得现代刑罚与古代的复仇或神罚(或天罚)有所区

别。今天,人们往往把所谓“绳之以法”看成是正义得以伸张。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无
论是自由市场还是社会主义制度,无论注重人权还是侵犯人权的国家,都以法律为管制的手段。

如果过分强调这一共同点,就容易对法有一种实证论或形式主义的观念,即“凡是有国家法
(Rechtsstaat)存在的地方,都已不可能有非正义法的存在。”〔注5〕而事实上,现代国家法的正义

性是以现代社会的民主宪政制度为条件的。 ( http://www.tecn.cn )
     
    惩罚性正义不仅与实在法的政治制度环境有关,也与刑法惩处的目的有关。任何社会都有触

犯法律者,也都有对犯法者的惩罚,凡是惩处罪犯都会涉及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惩罚他们?如何

惩罚他们?国家主义的惩罚正义观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犯法者不论犯了什么法,都得惩处,如何

惩处是一个国家的内政,惩罚犯法者首先是因为他藐视法律,因为他不把法律背后的权威放在眼

里,其次才是因为他的犯法行为对他人或社会所造成的伤害。从主权国家刑法的角度来看,同一

种犯罪行为(如偷盗)在不同社会中的惩处轻重虽有区别(有的坐牢,有的砍手),但惩戒它的正义性

是一样的。惩罚的作用也是一样的,那就是,通过惩戒维护国家权威。犯罪是冒犯国家权威,惩戒

是国家权威对此冒犯的报复。国家主义惩罚在专制国家严酷对待政治、思想、信仰犯的时候表

现得尤为清楚。思想异见者未必就对他人或社会造成伤害,但他们却冒犯了国家关于异见的戒

律,国家必须惩戒异见者,否则不能维护国家权威。国家惩戒于是成为对冒犯的报复行为。 (
http://www.tecn.cn )
     
    即使在非专制的现代国家中,惩罚正义观也会对惩处的目的有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对国家主



义的有用程度是不同的。即使从非国家主义出发的惩罚正义,也有可能被国家主义利用。这是

我们在思考与正义有关的惩处时需要格外注意的。在为什么目的而惩处罪犯的问题上有三种不

同的认识,它们分别是,慑阻类似的犯罪(以敬效尤),重返正常社会(改过自新),以罚抵过(付出代

价)。现代社会在惩处罪犯上常常会混合这三种不同的目的。但惩罚如果要体现正义,它就必须

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些目的中,哪一个是首要的?康德曾经提出,只有以罚抵过才是正当的惩

罚。康德认为,犯罪者必须为自己的罪过“付出代价”。哪怕惩罚不能起到任何慑阻效果,不能维

护国家权威,哪怕“这个社会明天就会散伙”,也一样需要惩治罪犯,跟他们算帐,叫他们为犯罪付出

受罪的代价。〔注6〕在这一点上,康德是对的,因为除了惩罚真正的罪犯,还有别的远为有效的

慑阻手段,例如,严刑苛法可以慑阻犯罪,但这些手段不仅未必正义,而且可能是非正义的。展示国

家无情的暴力也可以起到这种作用。国家政权可以定期不定期地搞些政治运动,公开严惩,大力

显示国家权力的惩治力量,弄得风声鹤泪,人人自危。严酷专制时代犯罪率反倒较低,但这并不能

证明政治运动时代的法律惩罚更具正义性。 ( http://www.tecn.cn )
     
    对于民主法制国家中的人民来说,仅仅与禁止和惩罚联系在一起的法的观念是极端而狭隘的,
因此也是不能接受的。在民主自由的社会中,法律的目的是保护公民不受国家权力的随意侵犯,
而不是方便国家权力去控制或惩罚人民。法律的核心是全体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而不是国家对这些权利的武断限制。现代民主法制国家中的法律正义必然从惩罚向权利倾斜,
普通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必然越来越紧密地和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人权正义性联系在一

起。 ( http://www.tecn.cn )
     
    现代社会保障社会一切成员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它的法律正义性首先体现为立法程序的

民主性和司法程序的公开性。它要求对任何人一视同仁的程序公平和量罪公平。这和专制社会

中经常用搞运动破坏法制,以“严打”代替以罪量刑,听由司法机关滥用权力以至虐杀被拘人员是

完全不同的。在当今许多社会中,刑法非正义是国家非正义最明显、最具压迫性的手段和表现

形式。国家暴力的阶级压迫或信仰压制,对政治异见的镇压或扑杀,对公民言论、集社和新闻权

利的压制,种族迫害和种族清洗等等,都是以先立法再执法来获得国家主权范围内的合法性的。

国家暴力和人权正义是完全对立的。 ( http://www.tecn.cn )
     
    人权,而不是某种至高的“神法”或者“自然法”,为当今世界的人们质疑和抵抗国家暴力的实在法

和国家非正义提供了正义标准。随着普遍人权的道德和价值权威在世界范围内的日益扩大,许
多历史上形成的国家非正义行为正在受到一些国家政府和人民的重新检讨。纠正国家非正义行

为本身就是一种对传统惩罚性正义的超越,因为它的目的不在于叫犯有过错的政权“付出代

价”(最直接的代价当然就是下台)。它的目的在于澄清历史事实,以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过

错。 ( http://www.tecn.cn )
     
    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道歉越来越成为纠正国家历史非正义的方式,不少国际领袖都曾

代表他们的国家道歉过。1995年7月,雅克.希拉克为法国人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迫害犹太人道

歉;1993年,叶尔钦正式为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1993年4月、1996年8月及1997年9
月,南非总统德.克拉克数次为种族隔离政策道歉;挪威国王1997年10月为挪威对闪族少数族裔的

压迫道歉。托尼.布莱尔于1997年5月为英国政府对土豆饥荒饿死无数爱尔兰人表示歉意。这些

道歉都涉及了国家在历史中的非正义行为,巴坎称之为“国家之罪”,在这些对国家历史非正义的

反思和道歉中,正在出现一种新的“国际道德”和“新全球化”趋向。〔注7〕这些在历史上发生过

的压迫、迫害和惩罚都是以过去的国家实在法为依据的,但是在今天世界普遍人权的更高法面

前,那些具有压迫性的实在法不仅失去了正义性,而且恰恰代表了非正义。 ( http://www.tecn.cn )
     
    二、正义和社会契约 
     
    正义观最初是与报复和惩罚联系在一起的,惩罚的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人类社会,仍然牵动人们

对正义的思考,这是因为人类社会至今仍不完美。尽管如此,正义关心的更多的却是较为理想的



人类社会。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正义指的是社会的和谐。正义的理想是理想群体的基

础。在基督教伦理中,正义是宽恕和仁爱。同样,自从正义在古代从报复转变为非报复,它就一直

与人们日常生活的日常琐事联系在一起。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公平对待,赏罚分明,到公平交易,
正义涉及各种各样“公平”和“公正”的人际关系。到了现代,正义的重心越来越放在社会财富和社

会利益的分配和交换问题上,其中所涉最深的便是个人财产和个人自由权利。 (
http://www.tecn.cn )
     
    个人财产和自由权利是现代社会契约思想的核心内容。“社会契约”并不代表社会现实,它往往

只是某种想象的喻说。社会契约指这样一种基本的人际关系和模式,那就是,理性、独立的人们

了解自己的不同利益所在,并愿意互相协商,形成一种公平的秩序,使自己和别人都能最大程度地

增进各自的利益。最彻底的社会契约观是在与无契约关系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的对比中

得到表达的。在自然状态中,人们之间相互敌视或者相互漠不关心,他们不相互合作,因此无法享

受唯有文明契约社会所能提供的福利和安全。在自然状态的生存中是没有正义可言的。正义无

法在自然状态中自动发生,因为正义是一种“人为”之善,一种社会性的惯例和发明。社会契约观

在霍布斯、洛克和卢梭那里得到了充分的阐述,也体现在象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这样的政治

文献之中。契约社会和自然状态的对比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思想家对正义的思考。 (
http://www.tecn.cn )
     
    对于什么是现代社会契约,什么是它的作用和意义,不同的思想家有不同的说法。社会契约说

于十八世纪充分形成。霍布斯对比自然状态和契约社会的生活,他的结论是,前者受制于残酷的

暴力争斗,毫无幸福可言,后者崇尚协商妥协,既安全又美好。霍布斯写道,在社会形成之前,处于

战争状态中的人生孤独、贫困、悲惨、残酷而且短暂。〔注8〕在洛克那里,自然状态不象霍布

斯所说的那么恐怖。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自顾自拼命劳作,独自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他们后来

缔结的社会契约完全是为保护个人勤劳所得。〔注9〕卢梭则把自然状态描绘为一种美好的境

界,与后来的文明社会相比,自然状态中的人们要生活得远为自由和幸福。卢梭认为,社会对人类

生活所起的是腐蚀作用,使得人人相互牵制依赖、苦不堪言。人类的自由和理性使得他们放弃

了自然的幸福,落入了自己设置的社会枷锁之中。面对着人类社会的腐败和不公正,卢梭设想另

一种不同的社会,一种他所说的社会契约。按照这个契约,社会不再是由少数当权者和多数愚昧

者所构成,社会由一切公民所构成,公民们服从他们自己定立的法律,一起培育道德的公众生活。

〔注10〕 ( http://www.tecn.cn )
     
    在以某种社会契约观讨论正义观时往往会涉及两个具体的问题,那就是“权利”和“平等”。尤其

是在市场经济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中,权利和平等的矛盾性成为在正义问题上多有分歧的主

要原因。例如,拥护自由市场者强调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在他们那里,私有财产的权利是自由

市场经济正义性的主要支柱。但是,从卢梭到马克思,许多思想家都把私有财产权利视为现代社

会严重贫富不平等和非正义的主要原因。他们批评道,市场经济虽然看上去是建立在私有财产

和自由竞争的普遍公正原则上,但市场经济并不能为不同家庭出身、社会背景、政治关系、教

育程度的人们提供相等的竞争机会,这使得许多人从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针对这种批评,拥
护市场经济者反驳道,出身、背景、教育等等的差别是社会不平等,不是市场不平等,如果不强调

人人平等地进入市场,那么连自由市场也会变得象社会一样不平等。一旦社会或政治外力以“正
义”的名义介入市场,那么市场便会就此失去自由。尽管自由市场并不完全平等,但它最终还是能

给所有的人都带来好处,包括那些自由市场中呈现为弱势群体的人们。 ( http://www.tecn.cn )
     
    权利和平等之间的矛盾性在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社会契约论和诺齐克的自由意志论的争论中充

分表现出来。罗尔斯以一种假想的社会契约观来说明什么是正义。正义是社会组织必须服从的

原则,正义的原则是以这样一种假想的“原始位置”来确定的,即人人同等地自由、理性和对自己

的私利一无所知。罗尔斯再三强调,这种社会契约说只是用类比的方式来作假想,并不是真的在

历史上发生过。“原始位置”说指的是这样几点:第一,处于这种契约关系的人们都不知道他们在

其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地位或制度因素。第二,他们不知道自己自然的分配差别,如愚智、



男女、强弱,等等。第三,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什么道德观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等等。

总之,他们处在“无知的屏障”之后,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长处或克服自己的短处去

争取自己的利益。但他们确实知道一些现实世界的基本情况,那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既不

特别丰富,也不特别吝啬,所以他们的相互合作既不多余,又有可能。而且,他们的利他行为是有限

的。一般来说,他们并不把别人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在“原始位置”中的人们会相互定立一

些原则来帮助自己各自实现他自己心目中的好生活,这些原则就是正义原则。在这种典型的自

由主义认识中,正义本身并没有实质的价值内容,价值内容是由个人确立的,正义只不过是为自

由、理性的个人确定自己生活目标提供基本的生活世界条件。〔注11〕 ( http://www.tecn.cn )
     
    罗尔斯认为,只有当人们不知道各自能从正义契约中得到什么私利时,他们才能订立出真正公

正的契约来,“一个符合正义原则的社会是最接近于一个自愿结合体的,因为这个社会的原则就是

自由、平等的人们在公正的情况下制定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成员是独立的,他们所承认

的义务是他们自己所设置的。”〔注12〕罗尔斯提出社会正义有两个具体的基本原则。第一是

基本权利平等原则。每个人在基本权利和义务上都是平等的,如果剥夺了一个人的“政治自由、
……言论和集会自由、良心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那就是非正义。〔注13〕第二是差别原则。

它强调平等机会,不只是形式平等(说人人可以平等地参与竞争),而且是尽量的实质平等(为社会

弱势者提供增强竞争能力的实际帮助,如优先考虑入学、就业,等等)。但它也允许保留一些尽量

有利于所有人的尽量小的差别。〔注14〕罗尔斯的正义论的自由主义五特征顺序是基本权利平

等、自由、机会平等、个人自定好生活理想、尊重个人独立选择。〔注15〕 ( http://www.tecn.cn
)
     
    诺齐克从自由意志论的角度反对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正义论,提出了他自己的“历史理论”,即“分
配是否公正,全看(财产的)来路如何。”〔注16〕他把罗尔斯自由主义的最后顺序价值提到第一

位,并确立为唯一的原则,因而形成一种完全不同的分配正义观。譬如,一个老人决定如何把遗产

分给他的三个儿子,大儿子有病,最有需要;二儿子一直在家照顾父亲,最份内应得;三儿子游手好

闲,又不缺吃喝。老人把钱全给了三儿子,这样是否公正?无论我们是讲“平等”,讲“赏罚”,还是

讲“需要”,这样的分配都不正义。但诺齐克认为,只要老人的财路来源正当,怎么给儿子都是正义

的(都具有正当性)。诺齐克认为,从“平等”、“赏罚”或“需要”来评断正义都是从“接受者”(诺齐克

称之为“结果状态”,end-state)而不是“给予者”的角度来看正义,都只是看到接受者拿到分配物的那

一刻(诺齐克称之为“即刻时间”,time slice),都是要不得的模式分配原则(patterned principles of
justice)。诺齐克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今天按某种“结果状态”原则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达到了一

种“即刻时间”的正义,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了新的财富差别,那又怎么办?是不是无休无止地进行一

轮又一轮的重新分配?他的结论是,“一切结果状态原则或正义的模式分配原则,都只能在人们生

活不断受到国家干扰的情况下才能不断实现。”〔注17〕诺齐克认为,一个人的财产只要来路清

白,他就有资格拥有这财产,如果他能对穷人行慈善,那固然很好,如果他不行慈善,那也不等于非

正义。就象政府不应强迫双肾健全者为缺肾人捐献一肾一样,政府不应运用纳税制度将富人的

钱转让给穷人。这两种政府行为都侵犯了个人的权利。如果说罗尔斯力图同时兼顾平等和权

利,那么诺齐克则专门强调权利,尤其是个人对国家强迫说不的权利。 ( http://www.tecn.cn )
     
    三、正义和社会群体 
     
    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往往把人们看成是一些原子型个体,个体的人们自由而理性地选择并

缔结一种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契约关系。对这种契约观批评最激烈的是社群论者,他们是自由主

义内部的批评者。社群论者强调,个人并不降生于人际关系的真空状态中,并不能“自由地”缔结

契约关系。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已经是某个实在群体的一员,这个群体早就有它自己的制度、规

范和价值。群体环境是在历史和传统中形成和发展出来的。不同的群体环境使人们成为不同种

类的个体,自由主义型的个体只是其中一种而已。正义原则往往表现为国家制度特征,但正义原

则却更与群体生活方式有关。例如,美国国家制度固然以其宪法为标志,但是美国社会的许多结

构特征却是在它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时期(前革命时期)就已经形成的。早期来美洲的殖民者在很



大程度上保持了欧洲的传统、语言和对“新大陆”生活的理想。美国宪法建立了一种政府的形式,
但并没有建立一个社会。早在美国制定“按被统治者的意愿统治”的原则之前,许多社群就早已在

按这个原则运作了。换句话说,早在美国宪法将此原则确立为政治正义的内容之前,它已经是社

会正义的内容了。在另外一些国家中,情况可能正好相反。虽然国家宪法中确立了民主的原则,
但在政治实践中却仍然沿袭传统的专制独权、等级区分和家长权威原则。 ( http://www.tecn.cn )
     
    强调群体,也就是强调社会不等于国家。国家正当性必须建立在广大公民的支持上,但社会的

正当性却并不必须如此。例如,国家和政府的正当性可以通过选举程序来显示,但社会的正当性

却不然。社会中的正当性,亦即“正义”,比在国家中更体现为一种自愿服从的义务感。社会契约

作为一种自愿服从模式,其意义正在于此。虽然社会契约是理性个体间达成的关于某种公正秩

序的默契,但它的意义却大于所有个人利益的总和。早在苏格拉底那里,正义就被设想为一种无

须在其自身之外寻找合理性的、自我完足的“善”,尽管这种善对行善者最终还有其它益处,就象

通俗佛教的善为真果,但毕竟善有善报。 ( http://www.tecn.cn )
     
    作为社会之善,正义不是一种抽象的善,而是体现为社会不同生活领域中关于不同物品的正当

分配原则。这种群体论正义观在华尔泽的《正义的领域》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华尔泽认为,
正义并不是外在于实在社会的单一抽象原则,如“平等待遇”、“各得其所”或者“权利”。正义始终

与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政治群体中已经存在的种种价值观联系在一起。正义是多元的,每个社会

领域都有它自己的特定分配物品,这个物品往往包含了关于它自身的分配标准,这个分配标准就

是正义。例如,医疗保健领域中的分配标准是需要,金钱和商品领域中的是自由交换,教育领域中

初中等教育的是平等,高等教育中的是(受惠)能力,等等。他提出,每个具体领域中的分配都不可

能做到按它自己标准所设置的绝对公正,总有一些人会比其它一些人更受惠于现有的分配标

准。但是,由于每个人都不只活动于单一领域,都必然涉及多种不同领域,所以,只要严格保持不同

领域之间的界限,不让一个领域中的优势转化为其它领域中的优势,那么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一些

领域中受损,而在另一些领域中受惠,以形成一种有得有失、在不平等中最终取得“复合平等”的
结果。因此,正义的关键在于维护社会不同领域之间的区分和各领域的独立,以防止一些领域对

另一些领域的“宰制”。在这一点上,民主而且自身独立的国家权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
http://www.tecn.cn )
     
    社会之好并不等于个人利益的总合,社会之好必须是一种集体考量。社会不是自顾自的个人

所拼合的沙盘,社会是一个由具有集体意识的公民成员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华尔泽认为,社会整

体应当拥有一个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基础结构,如道路、桥梁、公共交通、国家公园、

通讯系统、学校、博物馆等等,这些基础结构既扩大个人生活的范围,也塑造个人生活的样式。

共同的生活资源帮助广大公民参与必要的和有价值的社会活动。这些公共资源的衰败和私有化

必然会使得有些公民被排斥在那个由这些资源所形成的共同生活方式之外。〔注18〕 (
http://www.tecn.cn )
     
    华尔泽强调,社会有责任维持和增加投入,以保障群体所有成员的生活品质环境。只要社会在

进行这种投入,就应当让所有的公民,而不是某一些人,从中同等地得益。否则,那些被排斥在外者

就会遭受双重的非正义对待,受损害的不仅是本应受群体重视的需要,而且还有作为群体成员的

尊严。华尔泽就美国医疗领域中的非正义现象写道:“瞧医生或上医院与社会阶级相关,但与病患

程度或事故却无甚关系。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统计更能说明当今美国医疗(非正义)了。如果医疗

是一种奢侈,那么这种病与医的脱节便不重要;但是如果社会把医疗认定是一种需要,如果群体为

提供医疗下了本钱,那么这种脱节就是很严重的事了。得不到医疗者遭受的是双重损失--他自己

的健康,还有他的社会身份。……只要群体在医学研究、建医院、医生工资等等上花了(共同的)
钱,由这些支出所提供的服务就必须同等提供给所有的公民。”〔注19〕 ( http://www.tecn.cn )
     
    华尔泽在批评美国医疗领域中的非正义时,并不是以某种永恒的、抽象的正义原则为标准(如
罗尔斯的“原始位置”),而是诉诸于美国的本土价值传统和美国社会现已具有的正义共识。例如,



在美国社会中,人体器官是不准买卖的,当一个人得了重病绝症而又无钱求医时,往往会激起很大

的社会同情,这些都说明美国社会群体在健康是人的基本“需要”(即医疗领域中的特殊“物品”)而
不是一种商品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这种情况也普遍存在于许多别的社会领域中。例如,人们

把“娼妓”、“贿赂”、“买卖圣职”等当作很坏的词眼,这是因为他们在“家庭”、“公职”和“宗教”领域

中的正义共识反对这些领域受金钱主宰。金钱主宰使得那些本不该由金钱收买的特殊领域物品
(“性关系”、“权力”和“神恩”)往往变成了商品。华尔泽说,“一切分配,是正义还是不正义,都是视
(特殊领域)物品的社会意义而言的。”〔注20〕一个社会群体对于具体领域中分配物品性质所达

成的共识(是否可以买卖,是否可以随意为权力所霸占,是否准许通过裙带关系获得,等等)决定了

这个群体关于以什么原则分配这物品的共识,这种原则共识代表着这个群体的正义观。 (
http://www.tecn.cn )
     
    有什么样的群体,就有什么样的共识。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共识,也就有什么样的群体。从国家

制度来看是如此。人们常说,专制之下,人文和科技皆为娼优,指的就是政治权力对其它社会领域

的侵犯、暴力和宰制。从社会群体关系来看也是如此。如果一个群体的广大成员对弱势成员的

基本生存需要麻木不仁、漠不关心,只讲一些人花天酒地、肆意挥霍的权利,却无视另一些人免

遭困苦的权利;如果一个群体总是特别奖励一些“才能”(拍马逢迎、谎言假话),而冷落另一些才能
(独立思想、理性批判),那么他们就是在用一种现行的正义观(华尔泽并不否认这也是一种正义

观)向世界宣告他们是怎样一个群体。这可能是一个很有本土或民族特色的群体,但却未必是一

个受其它群体尊敬的群体。 ( http://www.tecn.cn )
     
    一个群体,它的成员之间互相做些什么和互相不做些什么,远比他们空洞的理想口号更能说明

这个群体的现状。正如华尔泽所说,正义涉及的乃是“在实在的群体中,公民们应当彼此做些什

么。”〔注21〕如果群体成员真的互相关爱,真诚和诚信,尊重和自由交流,那么他们就会避免互

相伤害、欺骗、欺压、告密和尔虞我诈。这些行为固然与个人道德有关,但从根本上说,它们还

决定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秩序,因此也更与“正义”有关。社会领域会因为受外力宰制而蜕化为滋

生不道德行为的场所。例如,商品市场领域中的许多不道德行为其实都是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

集团勾结的结果,政治权力的宰制破坏了商品市场的公平自由买卖的正义原则,使之沦变为一个

权贵利益场所,它的“正义”原则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一般商品经济领域的正义原则。 (
http://www.tecn.cn )
     
    申张社会正义可以从识别现实社会中各种因外力宰制而恶性变质的领域开始。正如商品经济

领域可以蜕变为权贵利益场所一样,公职领域可以蜕变为“官场”,司法领域可以蜕变为“衙门”,教
育领域可以蜕变为“学店”,新闻领域可以蜕变为“宣传阵地”,公共舆论领域可以蜕变为“一言堂”或
者“假话秀场”,等等,等等。在这些恶性变质的领域中存在的是制度问题,而不只是道德问题。恶

性变质的领域能使大部分人变成不道德的个体。个人道德固然有助于实现好社会,但是好社会

的实现却并不需要等到人人都先成为道德者之后。社会之善不一定是全体社会成员之善的总

和。以重在制度的正义来期待和要求一个社会,也就是相信,好的制度可以改变缺乏道德的个

体。即使在一个未必人人都是道德君子的社会中也可以建立自由、理性和公正的秩序,这种秩

序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之善。 ( http://www.tecn.cn )
     
    注释: 
     
    1. Chaim Perelman, Justi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p. 3. 
    2. Aristotle, Nichmachean Ethics. 5, 15: 1129a 32-34. 
    3. 4. John Stuart Mill, Utilitarianism (1861), ed. George Sher. Indianapolis:　Hackett, 1979, chap. 5, 42-
43; 43. ( http://www.tecn.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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